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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作为应对气候变化的关键机制，全国碳交易市

场已于 2021 年正式开启。本应作为制度核心概念

的碳排放配额，其法律属性在现有研究中一直隐没

于“碳排放权”的权利话语之下，被视为此权利的

权利客体、权利凭证或其替代性表达等，缺乏独立

性认识。虽然有学者就配额的重要地位进行了阐

明，但始终是在“碳排放权”的权利语境下进行配

额可交易性的论证，将其作为解释“碳排放权”属

性的附属概念。若“碳排放权”作为一项法律权利

成立，前述解释或可成立。但这一词汇本是经济学

语境中为表达市场交易内容而使用的工具性词汇，

旨在描述“排放额度”这一核心内容，将其直接视

为一项法律权利并置于碳交易制度中，不仅存在明

显的法理缺陷，同时也与实践需求脱节。碳交易制

度设立与运行的理论基础与所谓的“碳排放权”并

无干系，减排义务量化与分配后所形成的配额才是

碳交易制度运行的真实支点，其法律属性的界定才

是此制度需明晰的基本问题。

目前囿于“碳排放权”这一术语的使用，碳排

放配额的法律性质一直未得以明确，而其属性是后

续担保、破产清偿等事项进行的法理基础，是构建

法治化、规范化且具备活力的碳市场的必要前提。

因此，本文将在阐明“碳排放权”概念置于碳交易

制度中的法理缺陷，促使其与此制度解绑的基础

上，重释碳排放配额的二元法律属性。同时基于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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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因配额同时承载行政许可与私有财产内容而可能

会产生的、类似于原《矿产资源法》“一证载两权”

模式下的私权行使受到行政程序过度影响，进而制

约市场深度发展等问题，以及不断扩容后的碳市场

对监管效能产生的现实需求，进行前瞻性的规范构

建，形成一套兼顾行政管控与市场活力的制度方

案，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统领下的

碳市场法治建设提供立法参照。

1 概念纠偏：碳交易制度的基础概念修正

在就碳排放配额的二元法律属性进行重释前，需

要先明确的是，具有权利内涵的“碳排放权”一词置

于碳交易制度中存在诸多理论缺陷，其不能成为碳交

易制度运行的基本理论概念。需要先将“碳排放权”

从此制度中分离出来，才能使碳排放配额真正获得独

立性认知，并发现其所具备的“一体两面”特性。

1.1 基于大气容量的权利概念并非碳交易制度的

基础概念

“碳排放权”一直被视为碳交易制度的核心概

念，目前学界的研究主要是将其释读为以大气环境

容量为客体的用益物权 [1] 与准物权 [2]，或界定为

行政规制下的排放许可 [3]、行政特许 [4]，抑或是依

托碳排放配额载体将其界定为财产性权利 [5]。前述

观点大都是尝试从大气环境容量的分配及利用的角

度来为重点排放单位的排放及交易行为提供权利支 
撑①。而碳排放配额在法学研究中始终被“碳排放

权”概念所裹挟，未能获得独立性认知。目前的研

究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种情形：一是将其解读为“碳

排放权”的客体 [5]，或“碳排放权”的权利凭证 [6]；

二是在论证“碳排放权”的权利属性时，将配额作

为论据，配额的可交易性是“碳排放权”具备财

产权性质的主要原因 [7]；三是以配额置换权利的概

念，虽然表达的是配额的法律属性，但实则梳理的

是对“碳排放权”的认识 [8]。

1.1.1“碳排放权”概念置于碳交易制度中的理论缺陷

若“碳排放权”作为一项法律权利成立，将其

视为此制度的基本概念，并将碳排放配额释读为该

权利的权利客体或凭证等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以

权利面貌存在的“碳排放权”概念仅在理论层面存

在探讨空间，其权利内容超出了碳交易制度的场

域，因此并不适合将其作为此制度的基础概念。

1.1.1.1 权利主体方面

“碳排放权”应然的权利主体范围与实然范围

不一致。如前文所述，目前学界主流观点是将“碳

排放权”视为以大气环境容量或配额化后的容量为

客体的准物权、用益物权、财产权或行政许可等性

质的权利。但这些观点难以解释的问题是，为何只

有部分碳排放主体享有这一权利？沿着大气环境容

量或配额化后的容量是“碳排放权”的客体这一思

路进行主体范围的分析，就能发现所有排碳主体都

应在此范围内，因为尚未被纳入重点排放单位名录

的诸多企业乃至每个个体严格来讲都是碳排放行为

的主体，都在使用着大气环境这一公共资源 [9]。即

使将这一权利解读为行政许可，也难以解释为何诸

多未获得行政许可，即理应不享有“碳排放权”的

企业也在进行温室气体排放？

简言之，被纳入碳交易制度、享有“碳排放

权”的主体范围，与这一权利理论上应当指向的所

有碳排放主体范围不一致。这一权利所应有的内容

超出了碳交易制度的场域。

1.1.1.2 权利客体方面

在权利客体方面也难以自圆其说。如将大气环

境容量或配额化后的容量视为权利客体的观点，表

面看似乎并无问题，但这仅限于概念的理论探讨层

面，若将这种理解作为碳交易制度的理论基础就会

产生诸多缺陷。

（1）“碳排放权”理论上指向的客体范围与碳

交易制度下真正分配的量，二者并不一致。就温室

气体而言，大气环境容量是指为实现特定气候目标

而确定的大气所能容纳的温室气体排放量，而重点

排放单位所分的总量并非“碳排放权”应指向的某

区域某段时间内总体大气环境容量。目前我国碳排

放配额的分配正从以碳强度控制为基本思路的行业

基准法逐步向碳排放总量控制方式转变 [10]，所以

碳交易制度中所设定的排放量仅是人为设定的有限

①  例如，物权说（准物权与用益物权）认为该权利是权利主体对大气环境容量这一自然资源的使用、收益等的权利；行政许可说认为这
一权利是生态环境部门赋予主体在获得配额后向大气中排放温室气体的权利；行政特许说指出这是一种围绕大气资源利用而形成的行政
特许；将配额视为权利客体的观点，也指出碳排放配额的价值来源与大气环境容量有紧密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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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量。在某段时间内，其他未纳入监管名单的企

业抑或每个自然人都使用了一定份额的容量，因此

若将重点排放单位所分的总量与大气环境容量画等

号，那也只是部分大气环境容量。

（2）大气环境容量不具有物质实体，无法实现

排他性占有。大气环境容量的无形性、公共性和全球

流动性等特点，与物权要求客体具备的有体性、特定

性和可支配性等相矛盾。虽然随着物权理论的不断发

展，物的范围在不断扩大，也有学者对环境容量的物

权化做了详细论证 [11]，但对于大气环境容量或配额化

后的容量来说，主体对自己所持有的物仅能实现观念

上的占有。更为关键的是，实际中无法为特定人占有

和支配，会导致权利的保护无法实现。

1.1.1.3 权利救济方面

基于大气环境容量的特性，现有救济机制无法

直接触及“碳排放权”作为一种环境容量使用权的

本质属性，权利的设定与保护之间存在断裂。如前

文所述，无论将“碳排放权”解读为何种属性的权

利，这些观点都普遍是以企业对大气环境容量这一

有限公共资源的排他性使用权为核心。但基于这一

资源的特性，无法明确何种行为构成侵权。在传统

物权理论中，何种行为构成侵权是较为明确的，如

未经权利人许可占有他人之物，或阻碍权利人对物

的正常使用、收益或处分等妨害物权行使的行为，

都构成侵权。但若“碳排放权”这一权利成立，在

实际中并不存在重点排放单位可以识别、排除和对

抗他人使用温室气体排放空间的情形。无论是在重

点排放单位名录内的企业进行超额排放还是名录外

的企业的排放行为，都不构成侵权 [12]。它们所使用

的排放空间并不影响重点排放单位对所分得的大气

环境容量或配额的占有、使用、收益与处分，即并

未侵害其所享有的“碳排放权”。

对这一权利的救济，本应当存在权利人因侵权

人非法占用或使用大气环境容量而主张进行权利救

济的情形，但目前的救济多指向行政救济 [13]，或是

对配额交易合同存在争议，就合同事项提起诉讼。

而这些救济并不涉及权利本身。因此就形成了这样

一种情况，即为主体设定了一项法律权利，却不存

在相应的保护与救济。

1.1.2 理论缺陷源自法学层面对“碳排放权”存在误读

究其根本，当前理论困境源于法学界对“碳排

放权”这一跨学科概念的误读和误用。跨学科词汇

在应用时本应进行审慎的概念翻译与转化，但法学

界在接纳该术语时，未充分认识到经济学语境下产

权意义上的“碳排放权”与传统法律权利存在本质

差异，因而在使用这一经济学中用于表达“量”的

内涵的工具性词汇时，未从法学专业概念中找寻表

达同样内涵的词汇来进行适配，而是直接“望文生

义”式地使用，将经济学话语直接等同于法律权

利，作为法律话语进行解读，进而产生了权利属性

争论与制度适配等难题 [14]。

这一术语最初在我国经济学中以“碳排放权”

为题的文章中表达的是排放量、指标或资产等内

涵，是一个工具符号，并非某项法律权利。例如，

学者在文章中表达的“……并将境内减排量及剩余

的排放权卖给其他地区而获得一定的收益”，这里

的排放权表达的就是排放量或排放指标的含义 [15]。

这一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辅导读本》中也可以得到

验证，名词解释部分在解读“碳排放交易”时使

用了“碳排放权”术语，并将其与“额度”一词等

同 [16]，这体现出此术语在我国早期使用时所具有的

工具性定位及其所表达的“量”的内涵。随后这一

词汇被移植到法学领域开始得到广泛使用，并逐渐

成为规范性文件中的表达，而因为“权”之一字在

法学中所指向的是某种权力、权利或权益等，所以

法学层面对原本在经济学中用以表达“指标”“额

度”等内涵的“碳排放权”一词展开了权利属性的

广泛探讨。同时，碳排放行为所指向的是大气环境

容量这一自然资源，若将大气环境容量视为一种资

源，其必须为生存于其中的人们公共共有 [12]，而在

对人类共有的环境资源进行保护时，为避免“公地

悲剧”，会倾向于将其变成法律上所有权归属能够

确定的财产。所以在解释碳交易这一为保护大气环

境而生成的制度时，学界也尝试从大气资源的私有

化确权路径进行解读，并对此概念进行权利定性。

但是，碳交易制度构建和运行的基础并非权

利，权利表象下应是义务的承担。法学层面将这一

术语的表面称谓直接等同于法律权利，而未对其所

表达的“指标”“额度”等内涵进行必要的法学概

念翻译的做法，导致前述种种理论缺陷。具有权利

内涵的“碳排放权”术语并非此制度的基础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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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将其与此制度解绑。

1.2 碳排放配额的属性才是碳交易制度需明晰的

基本问题

作为碳交易制度设立的直接产物，碳排放配额

才是碳市场运行的真实支点，是真正需要重视的基

础概念，这也是经济学中的“碳排放权”一词在向

法学领域转化时更为适宜的对等概念。碳排放配额

的属性是涉碳交易运行的法理基础与前提。

1.2.1 碳排放配额是碳市场运行的真实支点

一方面，碳交易制度的设立并非基于权利，立

法者无意为重点排放单位在大气中设定一项资源使

用权，或排放的权利。从创设碳交易机制的国际法

条款中可以进一步明确这一点，《马拉喀什协议》

在正文中明确指出，《京都议定书》既没有创立，

也没有赋予附件一缔约方任何排放量方面的任何权

利、资格或权利资格①。法律规范所创造出的独占

权不是排放温室气体的权利，而是避免受到法律处

罚的能力或权利，对排放单位的所有权与对大气或

其他温室气体的所有权不能粗略地等同，二者不是

同一概念 [17]。所以，“碳排放权”概念并非碳交易

制度所需要的，其在法学层面所具备的权利内涵与

碳交易的制度目标背道而驰。设立此制度主要是希

望通过制度的构建将减排义务分配至相应的主体，

以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减缓气候变化。这个义务分

配结果最终就表现为企业所获得的碳排放配额，所

以碳排放配额才是碳市场运行的真实支点。

另一方面，我国经济学中的“碳排放权”术语

在向法学领域转化使用时更适合翻译为碳排放指标，

其在实践中主要是以碳排放配额的形式存在。碳配

额就是一个表达碳排放量内涵的法学概念。近年来

我国碳交易相关立法文件中对“碳排放权”一词的

界定，也逐渐从其本意转变为实践中所真正应用的

碳排放配额的内涵。例如，《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

行条例》（以下简称《暂行条例》），其征求意见稿第

26 条名词解释将“碳排放权”界定为，参与碳排放

权交易的单位和个人依法取得向大气排放温室气体

的权利。这一表述在一定程度上阐明了“碳排放权”

一词的本意，却与实践不符，因为交易的并非碳排

放的权利，而是碳排放配额。故而，在其草案修改

稿的第 33 条名词解释中，“碳排放权”被界定为分

配给重点排放单位的规定时期内的碳排放配额。这

一表述符合碳交易制度的实践样态，却陷入概念的

层层嵌套之中，既然碳排放配额这一概念已经可以

很好地为此制度服务，“碳排放权”一词之于这一制

度就显得赘余。在《暂行条例》现行版本中，未出

现对这一术语的解释，只界定了碳排放配额的内涵。

虽不明确具体原因，但前述所言或可解释这一情况。

立法者察觉“碳排放权”所具备的权利内涵并不适

用于碳交易制度的实践，碳排放配额才是这一制度

运行的真实支点，但囿于词汇表达的习惯，最终在

文件的命名及部分条文的表述中仍使用“碳排放权”

一词，而名词解释中未进行解释。

因此，在碳交易制度的建构中，“碳排放权”

概念的使用并不适宜，对资源归属或权利设定等研

究结论与现实需求相差甚远。虽然理论可能表明解

决温室气体排放问题的最佳方法是在大气本身中建

立私有财产权，但这并不是创建成功的排放交易计

划的必要条件，立法者并未构建一项成立在温室气

体或大气本身的权利，“排放单位”才是减排计划

的核心私有财产，是支撑最终市场并允许其运作的

商品 [18]。所以碳排放配额的属性才是碳交易制度需

要明晰的基本问题。

1.2.2 明确碳排放配额法律属性的意义

摒弃“碳排放权”一词的干扰，就能进一步明

确配额之于碳交易制度的意义。一方面，配额的法

律定性是构建涉碳交易规则体系的前提和基础。例

如，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的配额收回权与第三方已设

立的质权之间的优先顺序应如何处理？在持有者破

产时，管理人能否处分配额用于清偿债务？若因此

导致清缴违约，行政罚款是否属共益债务？配额能

否成为基于财产的犯罪活动的对象？等等。这些问

题的处理规则的进一步明确均有赖于对配额法律属

性的界定。另一方面，配额法律属性的界定直接影

响其市场流动性及最终减排效果。配额法律属性不

明会导致主体权益保障等规则的缺乏，企业难以获

①   《马拉喀什协议》（The Marrakesh Accords）第 15/CP.7 号决定：Further recognizing that the Kyoto Protocol has not created or bestowed any 
right, title or entitlement to emissions of any kind on Parties included in Annex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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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法律确定性，缺乏进行减排并参与碳市场交易的

动力，这抑制了配额的市场流动性。明确的法律属

性能够强化配额的稀缺性和价值，促使立法者在制

定后续相关法律规范时兼顾生态目标的实现与私有

财产的保障，更好地激励企业减排并交易富余配

额，引导资源配置流向减排领域，达成减排目标。

因此，对碳排放配额法律属性的审慎厘清，是

构建稳定、高效碳市场的重要前提。随着“十五五”

时期全国碳市场逐步由强度控制转向总量控制 [19]，

配额的总量引领作用越发关键，亟须对其属性进行

明晰，以回应市场主体对规则确定性的深层诉求，

为“双碳”目标的实现提供坚实的制度支撑。

2 一体两面：碳排放配额的二元法律属性

目前碳排放配额兼具公私法属性，既是由政府

分配至企业，表示企业必须履行公法减排义务的许

可凭证，又是持有者可在市场进行交易的财产，类

似于原《矿产资源法》中的“一证载两权”，配额

同时承载着行政许可与私有财产的内容。只是此种

许可并非传统权利的授予，而是义务的施加，同

时相应的财产权能是因义务而衍生，所以也受其

所限。

2.1 碳排放配额初始状态下是义务量化后的载体

初始状态下，碳排放配额是政府将环境保护义

务量化并分配后所形成的事物，是人为拟制的义务

量化载体，被纳入配额管理的企业需履行相应的公

法减排义务。之所以将碳排放配额与环境保护义务

绑定，其逻辑在于，若不对人类排污或开发利用资

源等行为进行规制，人类行为所产生的影响将会超

出生态环境承载能力，产生环境问题，最终对人类

自身安全造成危害 [20]。因此，需要通过立法将环

境保护义务分配给社会主体，对其环境行为进行

限制，实现在“许可主体进行影响环境的行为”和

“维护环境不致发生人们不愿接受的损害”之间的

平衡 [21]。

具体到温室气体排放方面，人类活动所排放的

过量温室气体导致了气候变化这一公共危机。为有

效应对气候变化，各国共同签署了《巴黎协定》等

国际公约，承诺承担起达成中长期碳减排目标的义

务。为使这一抽象的环境保护义务得到有效分解和

落实，需要将其转化为可量化、可执行的具体责

任。碳排放总量控制与交易体系应运而生。各个国

家或区域基于科学评估和环境目标等确定相应的排

放量，并将其分解为具体的配额。因此，配额的诞

生本质上就是环境保护义务通过制度设计被正式分

配至企业等排放主体，形成其法定的、可交易的减

排义务的过程和结果。简言之，配额是环境保护义

务的量化载体。

对排碳主体而言，进入重点排放单位名录，经

法定程序获得一定的配额，并可就此进行交易，这

一过程具有被赋予权利的表象。但实际上配额的形

成与分配是出于应对气候变化目的而对主体排放行

为施加的一种限制，当企业被分配或需要购买一定

数量的配额时，就意味着其承担了具体的减排义务，

排放行为由自由转为在配额限定的量内进行排放。

2.2 碳排放配额经制度设计后成为可交易的财产

作为义务载体，碳排放配额本身仅表达“量”

的内涵，初始状态下并非财产。《暂行条例》规定，

碳排放配额是指分配给重点排放单位规定时期内的

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排放额度。1 个单位碳排放配

额相当于向大气排放 1 吨的二氧化碳当量。从这一

解释中可以明确，碳排放配额以数值形式存在，是

指为重点排放单位设定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上限，而

从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的视角来看，我国现行法律

制度认可的合法财产权益，其价值基础源于人类劳

动创造，而表达“量”的内涵的配额本质上不包含

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不符合传统意义上的财产属性

标准 [22]。因此，碳排放配额并非自然产生的财产。

表达“排放量”内涵的配额能够成为企业财产

是制度设计的结果。目前配额的性质尚未得到立法

明确，但实践中，法院将企业持有的碳排放配额作

为执行标的进行处置 [23]，标志着其作为私有财产

的法律地位在司法层面得到了确立。作为减排义务

量化后的载体，同时在实际中以数据表征存在的碳

排放配额，缺乏劳动价值凝结，也不具备像矿产资

源一样的内在价值属性，本无法构成法律意义上的

财产权客体，但实践中持有者就此享有一定的财产

权益。这种从公法义务到具有私权属性的财产的转

化，是通过总量控制确立刚性约束，创造稀缺性，

并以市场交易进行柔性激励，鼓励减排行为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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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来实现的。

首先，通过对配额进行总量控制使其具备经济价

值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第 1032 条

明确规定了国家实施碳排放总量和强度控制制度，第

1037 条第二款适度吸收了《暂行条例》第 9 条第一

款，规定国务院生态环境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制

定年度碳排放配额总量和分配方案。此种制度设计

使得配额不能随意设定和获取，进而具有一定程度

的稀缺性。其次，履约机制的构建赋予了配额实质

意义和使用价值。根据各法律文件的规定，重点排放

单位在分得配额后，有责任在一定时期内清缴等同于

其温室气体排放量的配额，否则就需要承担相应的责

任。这使得配额成为必要的合规工具，具备了实质性

价值。最后，碳交易市场的运行使配额正式成为制度

性拟制财产。碳交易市场的创设与运行是在履约机制

奠定的价值基础上，进一步将作为义务量化载体的配

额转变为制度性拟制财产的关键环节。当排放主体

采取各种措施减排时，其履约之后所富余的配额就

可以成为企业纯粹的财产，作为对企业的激励。通

过一系列制度设计，配额被赋予了财产属性，配额

持有者对配额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

2.3 碳排放配额具有行政许可与私有财产双重属性

碳排放配额在属性上融合了公法的强制性与私

法的可交易性。如前文所述，配额本是法规政策创

设的制度工具，其最初是作为公法义务的载体被

分配至企业，用以明确企业的减排责任。在此基

础上，国家通过制度设计使其成为财产进入市场交

易，以激励企业积极采取减排措施，保障减排目标

的实现。但因为尚未专设许可程序以承载配额所具

有的公法规制内容，所以形成了目前配额兼具公私

法特征的独特制度形态。

类似于原《矿产资源法》中的“一证载两权”

模式①，碳排放配额同时承载着行政许可与私有财

产的内容，具有“一体两面”的特性。之所以说其

承载着行政许可的内容，是因为将配额分配至企业

的过程就是将公法减排义务分配至各主体的过程。

这一过程本质上属于政府基于《暂行条例》等法律

规范而行使的行政裁量权，具备行政许可的单方强

制性特征。虽然目前我国碳交易制度中尚无行政许

可的规定，未采用传统“申请—审批”程序，如企

业被纳入重点排放单位名录并不需要进行申请②， 
配额的确定和分配也无需企业申请③。但主体对配

额的获得和使用含有明显的行政规制内涵，重点排

放单位的纳入标准、配额的确定等均体现了政府对

配额初始分配的干预。政府将配额作为实质性许可

凭证分配至企业，持有配额的企业就具备了一种由

政府授予的排放、交易等的资格，这也是部分研究

选择从行政许可角度解读“碳排放权”所具备的公

法内涵的一个重要原因 [24,25]。只是这种行政许可并

非传统的权利授予，而是义务的施加。因为对于自

然资源生态属性的行政许可是国家基于行政职责，

通过限制企业财产权的自由行使，将自然资源生态

属性的有限自净能力转化为行政规制边界的一种方

式。所以对大气环境保护方面的许可是政府履行职

责的一种方式，对企业而言是限制，是义务的承

担，而非获得一种法律权利 [26]。

由此，在现行碳交易制度中，尽管我国尚未明确

建立针对碳排放配额的行政许可机制，但配额分配与

使用过程中的行政管控逻辑具备许可的内涵，配额发

挥着行政许可凭证的实质功能；在市场交易中，配额

则以私有财产的面貌存在。二者同体共生，共同构成

了配额连接政府管控与市场配置的双重属性。

2.4 碳排放配额财产权能因其“一体两面”的特

性而受到限制

权能是权利的表现形态 [27]。从实践来看，碳排

放配额的财产权能因其“一体两面”的特性而呈现

①  原《矿产资源法》实施“权证合一”模式，矿业权证本身就是行政许可证，矿业权交易的完成以行政审批程序的通过为必要条件。而
碳排放配额既表示企业的履约清缴等义务，发挥着许可凭证的功能，也可作为企业财产，具有“一体两面”的特性。同时配额的具体分
配需行政机关进行确认，其权能的最终实现以企业完成清缴履约义务为前提，隐含类似的“财产权的行使需经行政程序确认”逻辑。

②   《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国务院生态环境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根据国家温室气体排放控制目标，制
定重点排放单位的确定条件。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以下统称省级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会同同级有关部门，按照重点
排放单位的确定条件制定本行政区域年度重点排放单位名录。”

③   《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条例》第九条第一款：“国务院生态环境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根据国家温室气体排放控制目标，综
合考虑经济社会发展、产业结构调整、行业发展阶段、历史排放情况、市场调节需要等因素，制定年度碳排放配额总量和分配方案，并
组织实施。碳排放配额实行免费分配，并根据国家有关要求逐步推行免费和有偿相结合的分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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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有限性的特点。因其本质上是作为义务的载体存

在，是控制碳排放的制度工具，所以其能否交易、

如何交易、交易是否完成等均具有特殊规定，要受

减排目标、行政程序等的限制。同时，因为尚未将

配额的许可凭证功能独立出来，所以配额权能的限

度要受到具有许可性质的初始分配过程中所嵌入的

义务内容的限制 [28]。虽然配额的交易并不需要像原

《矿产资源法》规定的，矿业权交易的最终完成以

行政审批程序的通过为必要前提 [29]，但配额收益的

最终实现隐含着与之相似的逻辑：因无法足额缴纳

配额的企业需要承担相应的行政处罚，所以从一个

完整的履约周期来看，重点排放单位配额交易的最

终完成，隐含着以完成清缴履约等义务为前提。由

此，配额的权能结构呈现出有限性的特点。

首先，占有权能的有限性。企业对配额的占有

体现为电子系统中的数据记录，但此种系统的法律

定性并非物权公示平台，而是行政监管数据库，政

府为保障减排目标的实现，可在特定条件下冻结企

业配额账户 [30]，其中包括企业通过市场交易所取得

的配额，因此主体对配额的占有状态不具备对实物

财产那种稳定、排他的控制力。

其次，收益的附条件性。从一个完整的履约周期

视角来看，企业通过出售配额所获得的收益始终处于

未完成状态，因为企业若无与其温室气体排放量等额

的配额用以履约，就会面临行政处罚。所以，在完成

清缴履约前，企业在配额上的收益具有不确定性，其

所持配额的最终价值，只有在通过行政履约程序确认

附着于其上的公法减排义务已完全履行后，才能真正

得以确定和实现。这种不确定性会传导至后续配额的

担保及企业破产时配额的处理等事项。

最后，处分权能的有限性。作为政策工具的配

额，其交易的进行是为了更好地实现减排目标，所

以配额交易的主体、行业范围以及处分的方式等均

受到限制，并非完全自由的财产流转。例如，在交

易主体方面，根据《暂行条例》第 7 条，全国碳交

易市场的主体主要是被纳入重点排放单位名录的企

业以及符合国家有关规定的其他主体。非重点排放

单位、未获得配额的企业通常无法直接参与交易。

再如，对交易平台的限制。配额的转让需通过政府

指定的交易所，禁止场外交易，处分自由度远低于

普通财产。

总体而言，在初始分配中配额作为环境保护义

务的标准化载体被授予企业，分配的过程表现出鲜

明的行政许可特征；当配额进入流通环节，呈现

的是其财产属性，但受限于初始分配所嵌入的环

境义务约束，相应的权能有限。而这种权能受限状

态，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当前的制度发展。因为既

有的制度安排主要在于对企业履约及交易活动等进

行规制，而对配额所包含的财产权益缺乏明晰的保

障机制，这致使市场主体的交易面临较大的不确定

性。虽然碳交易制度是为服务“双碳”目标而创设

的，故国家的全面监管必不可少，但保障机制的缺

乏会使市场主体难以基于稳定、可预期的财产权基

础进行风险定价与交易决策，进而抑制碳市场的深

度发展。

3 规范构建：碳排放配额二元属性的分离与
制度实现

在明晰碳排放配额的二元属性及其因此而受限

的财产权能之后，结合原《矿产资源法》“一证载

两权”模式下因权证混同而导致交易具有较大的不

确定性，进而制约市场发展等问题，以及碳市场不

断扩容后对监管效能提出的新要求，对于目前碳排

放配额“一体两面”的样态，需要借鉴新《矿产资

源法》“权证分离”的改革经验，在未来立法中对

配额所包含的行政和财产内容进行分离，将配额所

具有的行政许可凭证功能独立出来，并明确配额所

包含的财产属性，进而相应的制度规范才能逐步围

绕政府监管与市场主体权益保障的双重维度展开。

这样既有助于提升监管效能，更好地保障总量控制

目标的实现，也能在公权力深度介入的制度体系下

为市场主体的财产权益提供可预期的保障，在生态

环境保护与财产权保护之间达成制度性平衡。

3.1 “碳排放权交易”术语的规范表达

在对配额法律属性进行规范之前，需要先改变

经济学符号的法律化现象，将“碳排放权”与碳交

易制度解绑，才能围绕配额展开制度的构建，为总

量控制与市场交易的衔接奠定规范基础。在法学层

面，碳交易等相关制度构建之前，“碳排放权”一

词表达的就是主体向大气中排放温室气体这一行

为，只是这一权利过于基本和普遍，没有必要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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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对其进行明确表达 [31]。因此，对于“碳排放

权”在碳交易体系中被重构为虚拟商品或是行政许

可、物权、财产权等语言现象，需要进行术语矫

正，剥离附加其上的、非本质的语义层，将其与碳

交易制度解绑，回归其原初内涵。

本文建议将“碳排放权交易”的表述逐步转为

“碳排放交易”。目前碳交易相关法律规范中使用的

表达多为“碳排放权交易”，建议将《暂行条例》

以及未来的应对气候变化相关立法中的表达统一表

述为“碳排放交易”。如此，一则可以改变概念层

层嵌套的现象，使作为制度运行真实支点的碳排放

配额得以显现。实践中将“碳排放权”与碳排放配

额等同的做法，会将本应表达权利内涵的术语置于

权利客体的位置 [32]，使层层概念不断嵌套，既显得

赘余，又遮蔽了真正的核心概念。二则可以避免将

碳交易制度的研究导向权利设定的视角。“碳排放

权”这一术语具有的权利内涵极易使研究场域从气

候治理的行政规制框架，转向环境容量物权化或排

放行为权利化的解释体系，导致研究内容与实践需

要相背离。将相关表达转为“碳排放交易”，能够

进一步明确碳排放配额这一概念的重要性，相应的

法律条文会围绕配额进行设计，研究内容也会向行

政监管、义务履行、主体权益保障等方向延伸。

3.2 碳排放配额行政许可凭证功能的独立与表达

未来碳交易市场会逐步突破现有行业与规模限

制，容纳更广泛的主体，为防范这一变化的潜在风

险，管理思路也需要逐步向行政许可转型。在《中

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绿色低碳发展编应对

气候变化章节所构建的基础框架下，作为行政机关

行使管理权与行政相对人之间产生的具体的应对气

候变化管理关系，涉碳行政许可事项适合在未来应

对气候变化相关立法中进行规定 [33]。

将目前配额作为行政许可凭证的功能独立出

来，一方面可以为政府实施精准监管提供法律抓

手。面对主体更广、体量更大的全国碳市场，政府

对主体的监管必然会面临更大的挑战，监管力量的

高效配置尤为重要。明确国家实行温室气体排放许

可制度，规定：年碳排放量达到 X 吨二氧化碳当

量以上的企业纳入重点管理类别，应当申请碳排放

许可证；年碳排放量为 Y 吨至 X 吨的企业适用简

化许可程序；年碳排放量低于 Y 吨的企业实行排

放信息备案登记制。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核发排放许

可证时，应在许可证载明免费分配的碳排放配额数

量，并同步完成国家注册登记机构配额登记。这样

能与现有制度形成合力，有助于政府高效配置监管

力量。政府既可以通过法定申报程序对规模化的温

室气体排放活动进行管控，将监管力量聚焦于主要

排放源，也能确保在实现分级监管的同时，通过申

报、备案等程序，更为精确地掌握整体排放数据，

合理确定配额总量，保障减排目标的实现。

另一方面，可以产生类似于新《矿产资源法》

“权证分离”后所具有的公权退出不影响私权存续

的法律效果。为减少公权对私权行使的影响，在单

设行政许可的同时，需同步规定“排放许可证的取

得、变更、注销等不影响已登记碳排放配额的财产

权利。许可证有效期届满未延续的，生态环境主管

部门可冻结企业账户内与免费分配等额的碳排放配

额，其余通过市场交易取得的碳排放配额仍可自由

流通”。由此，像是许可证的注销将仅导致免费配额

失效，除去与免费分配配额等量的额度后，剩余的

市场购买的配额或已履约的周期中富余的配额等仍

属于持有人的财产。排除了行政属性的配额进而可

被明确为可交易财产，这种清晰的权利边界与流转

规则，能够有效降低交易的不确定性，为市场主体

提供明确、稳定的行为预期，促使碳排放配额在不

同行业和区域进行高效配置，助力减排目标的实现。

3.3 碳排放配额法律属性与价格调控问题的明确

配额的许可凭证功能独立后，需同步配备相应

的规范来进一步明确配额的法律属性，为企业提供

法律确定性，更好地激励企业减排。目前碳排放配

额的法律属性问题一直未得以明确，使相应的担

保、继承、破产清偿等缺乏法理基础。虽然实践中

多已将其视为无形资产①，但始终缺乏法律层面的

定义，《暂行条例》中的名词解释表达的是配额的

①  例如，2025 年 2 月国家税务总局货物和劳务税司发布的《关于碳排放权交易等适用增值税政策的执行口径》指出，根据《财政部 国家
税务总局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财税〔2016〕36 号）的规定，配额被归入其他权益性无形资产，所以纳税人发
生碳排放权交易、核证自愿减排量交易，应按销售“无形资产——其他权益性无形资产——配额”计算缴纳增值税，适用 6% 税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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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值含义，并非其法律属性问题。因此，需要在未

来的应对气候变化相关立法中对其进行具体规定。

同时，基于配额作为政策工具的核心功能，相应的

条文中应当体现“配额的财产权能需服从于环境管

理的需要”这一内涵 [34]。具体规范可表述为：“碳

排放配额是经国家注册登记机构电子登记的财产凭

证。持有人对碳排放配额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

处分的权利。任何自然人、法人及非法人组织可依

法取得、持有和转让碳排放配额，法律法规另有规

定的除外①。通过市场交易取得的碳排放配额，前

款权利自登记时设立；政府免费分配的碳排放配

额，完成清缴义务后剩余部分享有同等权利。”

对碳排放配额财产属性进一步明晰后，对于配

额的价格调控问题也需作出同步规定，以强化其财

产价值，确保其始终保持激励企业减排的功能。目

前我国在配额价格调节方面尚缺乏相应的法律规

定，难以应对因配额总量的设定与分配不合理而可

能产生的负面影响 [35]，因此需要国务院生态环境主

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建立碳排放配额回购、注销

等管理制度，并明确因公共利益需要调整或注销碳

排放配额的，对有偿取得的碳排放配额给予合理补

偿。增强配额总量事后调整的法治化，允许在特定

情形下对其进行调整，才能使配额具备稀缺性，进

而通过价格信号引导企业减排，使这一制度真正发

挥控碳功能。

3.4 碳排放配额财产变动公示程序的细化与表达

在明晰碳排放配额的属性后，还需要进一步明

确登记对碳排放配额在财产变动过程中的意义。作

为具备可交易性的财产，与碳排放配额相关的法律

规范中缺乏财产变动登记方式的规定，目前的登记

程序是行政监管的体现，不具有程序要件上的法律

效力 [36]。在明晰碳排放配额的财产属性之后，需

要在具体的管理办法中配备相应的财产变动公示程

序，规定“碳排放配额的取得、转让、质押、继承

或消灭等，应通过相应的登记系统办理变更登记。

未办理登记的，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如此，可

以为市场主体提供确定性规则，助力碳市场向纵深 
发展。

4 结语

未来，应逐步将“碳排放权”与碳交易制度解

绑，破解权利交易的表象逻辑，明确兼具“义务”

与“财产”内容的碳排放配额才是碳交易制度的基

础概念，是联系行政规制与市场交易的制度枢纽。

面向体量更大的碳市场，需要借鉴新《矿产资源

法》“权证分离”的改革经验，逐步将碳排放配额

的行政功能与财产功能分离，将配额在实践中所扮

演的行政许可凭证角色独立出来，使其与现有制度

形成合力，提升整体监管效能。排除了许可凭证内

容的配额，其财产属性就可以得到进一步确认，这

为碳排放配额的流转提供了法律确定性。这种制度

设计能促使未来在制定涉碳交易规则时兼顾生态环

境保护与主体权益保护，推动碳交易制度从政策驱

动走向法治化、规范化治理，更好地助力“双碳”

目标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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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interpretation and Normative Construction of the Binary Legal 
Nature of Carbon Emission Allowances 

LI Bingqiang, GAI Weining*
(School of Law, Shanxi University, Taiyuan 030006, China)

Abstract: Carbon emission allowances have been recognized as the right object or right certificate of “carbon emission rights” in existing 
research, but the concept of “carbon emission rights” is not compatible with the carbon trading system, and its application within this 
framework entails numerous theoretical defects. In fact, allowances are the real fulcrum of carbon market operations, the quantitative 
carrier of obligations formed after the allocation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obligations, and become tradable property after system design. 
Consequently, carbon emission allowances possess both public and private law attributes. Similar to the “one certificate carrying two rights” 
model under the old Mineral Resources Law, allowances simultaneously embody the contents of administrative licenses and private property, 
but its property rights are also limited due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wo sides of the same coin”. As the future carbon market accommodates 
a wider range of entities, it is necessary to ensure that emission reduction targets are achieved while providing predictable protection for 
participants’ property rights within a system subject to public power intervention. Drawing on the reform experience of “separation of 
warrants and certificates” in the new Mineral Resources Law, the administrative and property components of allowances should be separated. 
The function of allowances as a certificate of administrative license should be independently established, while their property attributes and 
corresponding public notification procedures for property changes should be clearly defined, so that the corresponding institutional norms 
can focus on the dual dimensions of government supervision and the protection of th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the subject, and promote carbon-
related transactions to be promoted in depth.
Keywords: carbon emission allowances; carbon emission rights; obligation carrier; administrative license


